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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劳动的多样性：液化劳动和受挫的

韩国福利国家的劳动者保护

［韩］李承润

［摘 要］ 尽管韩国的经济和福利制度有所发展，但新形式的不稳定劳动仍然普遍存在。本

研究将“液化劳动”概念化，并将其视为一种现象，在这种现象中，传统的劳动形式和工作场

所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标准的雇佣关系被消解。本研究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解释了各种不

稳定劳动群体是如何在“液化劳动”和劳动者制度保护的交叉点上出现的。研究的主要论点是，

由于福利制度无法适应液化劳动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加之“传统形式”僵化，使

得福利制度正逐渐“褪色”。本研究采用了新开发的理论框架，分析了本应保护劳动者的法律

制度如何以及为何未能保护劳动者。该研究基于对包括外包制造业劳动者、平台劳动者等在内

的 80 多名韩国不稳定劳动者的深度采访，描述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丧失对自己生活的控制

力从而经历不稳定性的过程。在液化劳动的扩张中，福利制度“漂移”导致劳动者保护受挫，

暴露出各种不稳定的劳动力群体。最后，本研究将不稳定劳动分为“旧的失败者”“新的失败者”

和“逐渐显露的失败者”，并为福利制度改革和新阶级理论研究提出了团结和联盟策略。

［关键词］ 不稳定劳动者；政策漂移；液化劳动；韩国福利国家
a

一、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服务业不断扩大，将以制造业为导向的工业社会转变为服务经济，

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第二次经营革命后，服务经济又经历了一次重大重组。第二次经营革命指

的是企业采用新经营技术，可以概括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通过“舍弃”非核心能力、灵活

应对劳动力市场、劳动流程和消费市场，权力下放、地域流动和灵活扩展开始取代福特主义，

即基于大规模生产系统和固定劳动力的僵化生产形式。通过微观调整的资本积累方式发生了变

化，这对劳动者的不稳定性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企业将除核心竞争力以外的所有业务外包（这

种外包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增加，全球产业链扩大了生产流程的地理覆盖范围），它们能够施

加压力以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设有分包企业，以降低成本并积累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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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除核心能力外的所有力量都已外包化，国家内部的分包商数量也在增加。由于外包

企业追求灵活性，它们将各种能力和组件外包给分包商，以便大规模生产现成的项目，这就与

分包商形成了一种不对称的关系，分包企业必须与外包企业签订合同，以获得灵活性和较低的

单价。因此，低单价的压力往往使分包企业劳动者的工资很低，并使他们面临工作场所中的危险。

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劳动者被迫长时间工作，以满足外包企业的最后期限要求。分包企业的

雇主也受到资本积累的驱使，不愿投资于产业安全设备。在分包和小批量生产的支持下，生产

流程的灵活性要求劳动力具有灵活性，这就需要最低数量的核心劳动者和越来越多的不稳定的

灵活劳动者，即使在分包企业中也是如此。使用非典型和模糊的雇佣关系，包括非正式职工、

特殊雇佣、自由职业者和平台劳动者等，可以使雇主降低人力资源管理成本、解雇成本、技能

投资和社会保险成本等。

自 21 世纪 00 年代末以来，随着向数字资本主义的加速转型，与工业或服务经济中的工作

形式截然不同的新工作形式大量涌现。近期劳动力市场变化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向平台资本主义

的转变。斯尔尼塞克从资本应对危机的角度来看待平台企业的增长，为分析平台企业特性提供

了有用的框架。a 应对资本积累危机的办法是外包等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平台企业的商业模

式遵循外包的基本概念，因此对不稳定和碎片化的工作很友好。b 平台企业商业模式的核心是

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通过外包降低劳动力成本，并通过平台提取大数据。c 近来，企业

纷纷改变商业模式，通过自己开发的算法创建平台，让大量人员活跃在该平台上，从而实现超

额利润最大化。d

在经济活动从线下工作场所向线上平台转移的过程中，观察到的最重要变化是各种平台企业

以及平台劳动者们的出现。平台劳动是指在利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等在线平台提供特定服务或开

展项目的过程中，连接（中介）服务消费者和供应商的过程。这些以“网络劳动”“零工劳动”“点

餐劳动”“平台劳动”等多种形式命名的新型劳动，以现有劳动关系难以解释的工作组织形式为

特征。e 平台劳动与传统劳动的主要区别在于，劳动者被带到一个在线平台上，他们的劳动仅以

逐个呼叫、计件、项目的方式被提取。因此，新出现的工作形式具有流动性和液化性的特点，难

以用正式员工和非正式职工等固定的二分法来概念化。不仅是合同关系、订单、技能形成等工作

方式，工作的价格、劳动时间及劳动制约等报酬和控制方式也展现了完全不同的劳动过程。

二、液化劳动

摆脱制造业的核心力量和服务经济的扩散、各国的劳动市场灵活化政策，导致了劳动过程

中规定的劳动日程的解体、劳动和闲暇的时间界限的打破、工作流程再造以及外包等裂缝工作

场所（fissured workplace）的普遍化问题。f 另外，工作场所的裂缝还导致了非正式职工的激增、

a 参见 Nick Srnicek, Platform Capitalism, Polity, 2017.
b  ■■■ , “■■■ ■■■■■ ■■■■■ - ■■■ ■■ ■■■■ ■■■ ■■ ,” ■■■■ , 2017, 92.
c 参见 Nick Srnicek, Platform Capitalism, Polity, 2017.
d ■■■ , “■■■■■ ■■■■ : ■■■ ■■ ,” ■■■■■■ ■ 3 ■ ■■ ■■■ ■■■ , 2017.
e 参见■■■ , ■■■■ ■■■ ■■■■ ■■■■ ■■ , ■■■■■■■ , 2016.
f 参见 Weil David, ■■■■ : ■■■■ ■■ ■■■ ■■ , ■■■■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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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虚假自雇形式出现的服务业的兴起，以及通过既非劳动者也非自营业者的新劳动形式使不稳

定劳动常态化。a 这一时期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典型变化是标准雇佣关系的解体，标准雇佣关系

由没有合同期限、明确的雇主和标准工时所定义的。

在从传统工业社会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正规雇佣关系的临时化以及成本和风险的外

部化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这改变了工作和任务的时空安排，导致了劳动的去空间化、劳动

者的去劳动化以及风险的个人化。b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以独立承包商的身份签订与劳动相关

的合同，不被承认为劳动者，并且因为被定义为自营业者而被排除在劳动标准以及工会法和社

会保险法的适用范围之外。c

在词典中，劳动被定义为“人类为满足社会的物质需求而付出体力和脑力的行为”。d 阿

伦特进一步将这种人类活动形式描述为劳动（labour）、工作（work）、行为（action）。e 近

代以前，劳动主要是一个关于劳作、苦难和辛勤工作的概念，但近代以后，劳动开始意味着基

于雇佣劳动契约关系的生产性工作，并在确保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方面占据了关键地位。f 在

现代，劳动已被视为人类生存的一个重要属性，也是现代性的一个文化标志。g

然而，随着近年来技术的发展、自动化以及使用数字平台的商业模式的普及，工作（work）

的概念比劳动（labour）的概念更受关注。hILO 和 OECD 提出的不是“劳动”的未来，而是“工

作”的未来。这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上不同形式工作的激增，摆脱了作为标准雇佣关系特征的雇

佣劳动。数字工作作为一种新的无形工作（invisible work）形式，难以区分劳动空间和雇佣关系，

其未来已成为这些国际组织的一个重要议题。i

标准雇佣关系是传统产业社会固化劳动的标志，其特点是固定的雇佣关系。j 正规雇佣关

系是指没有规定期限的无期限合同、全日制、从属雇佣、提供相应劳动收入的雇佣关系。但这

种正规雇佣关系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就开始因工作场所的裂缝而解体，结果非标准雇佣关

系一直占主导地位。k

数字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这些非标准的雇佣关系，使资本与劳动、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

关系更加隐蔽。而且，通过将生产活动从工作岗位分解为工作量单位，不仅使劳动本身变得支离

破碎，也使雇佣关系本身变得模糊不清，而这种变化体现在利用网络平台从事生产活动的平台劳

动者身上。平台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标准雇佣关系，雇佣关系的模糊性被最大限

a 参见■■■ , ■■■ , ■■■ , ■■■ ■■■ ■■■ , ■■■■■ , 2017.
b ■■■ , “■■■■■ , ■■■ ■■■■■ ■■■ ■■ ,” ■■■■ , 2017, 92.
c  ■■■ , ■■■ , “■ 4 ■ ■■■■ ■■■ ■■■■ ■■ : ■■■■■■ ■■ ■■■■■■■ ■■■■ ,” 

■■■■ , 2017, 56; ■■■ , “■■■ ■■■■■ ■■■■ ■■ ■■■ ■■ ■■ ,” ■■■■ , 2018, 28(3).
d 参见 Zygmunt Bauman,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5.
e 参见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f  参见■■■ , ■■■ ■■■ ■■■■ ■■ , ■■■■■■■■ , 2018;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g 参见■■■ , ■■ , 小花 , 2014.
h 参见■■■ , ■■■ ■■■ ■■■■ ■■ , ■■■■■■■■ , 2018.
i  ILO, Strengthening Social Protection for the Future of Work: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nd Meeting of the G20 Employ-

ment Working Group,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  ce, 2017.
j  Werner Eichhorst, Paul Marx, The Age of Dualization: The Changing Face of Inequality in Deindustrializing Socie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73-99.
k 参见 Weil David, ■■■■ : ■■■■ ■■ ■■■ ■■ , ■■■■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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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地放大，通过多重评级和算法进行的无形劳动控制变得更加复杂。休息和工作的界限正在消失，

非生产性时间和生产性时间的界限正在模糊，而工作场所和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也完全消失了。

在本研究中，我将围绕劳动的各种层面与现有劳动面貌的不同，将液化劳动概念化。现有

一些研究所描述的现代社会的共同点在于不确定性。a 当劳动者无法预测未来，且对未来不具

备控制力时，劳动者就会具有不确定性，这与不稳定性密切相关。对未来的不可预测性会让人

害怕通过技术熟练成为人力资本的沉没成本，而收入的不定期性会影响劳动者对生活的控制力。

在液化劳动的时代，在职场中积累技术熟练度、工资上涨、能够看到足够长远的未来去规划家

庭的可能性也会随之降低。

试图将劳动转变解释为液化劳动，有助于理解劳动的不稳定性。液化劳动包括非标准、非

典型劳动，还包括正在发生变化的平台劳动和劳动者的身份。从事液化劳动者实际上仍然存在

合同关系中的经济从属和人力从属，但以现行劳动基准法标准不能被认定为劳动者，因此有被

排除在传统社会保障系统保护范围的倾向。

本研究关注液化劳动的不稳定性。首先，从事液化劳动很有可能不被认定为劳动者，因此很

难得到劳动相关法律的保护。现行劳动基准法和工会法等劳动相关法律，将有工资劳动合同关系

的劳动者指定为保护对象，因此劳动者性质判断模糊的液化劳动处于这些法律的盲区。由于液化

劳动的合同是按件计酬，而不是按岗位计酬，因此还面临着劳动力被边缘化、协商能力被削弱、

收入不稳定性加剧等问题。而且液化劳动也被排除在社会保障的保护外，因为现有的社会保险等

也是为了保护工资劳动者而设计的。因此，准确判断劳动方式的变化、分析制度的不足，是设计

新的液化劳动社会保障的关键。第二，劳动过程中隐形和现实的控制与从属是液化劳动的典型特

征。尤其是平台劳动者，虽然在法律上他们不是劳动者，而是因商业法上的合同关系而自主经营

的主体，但实际上，他们却因变相的雇佣关系和多方雇佣关系而受到从属和控制的支配。

随着数字平台技术的发展，劳动过程对液化劳动的实际控制和从属性的深化变得更加容易。

利用数字平台进行商品和服务的交易与生产、物流、分销和决策等，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力

市场的生态系统。劳动力市场生态系统的变化伴随着劳动过程的变化，b 其核心特征可概括为

劳动力的去空间化、劳动者的去劳动化以及数字劳动分工的加剧，这些都削弱了平台劳动者协

商能力。c 首先，对平台劳动者的控制来自劳动力的灵活化和原子化。d 平台劳动者的工作被细

分为工作量（tasks）单位，并通过竞争体系分配给大量平台劳动者。因此，平台劳动者并不参

与整个生产流程，而只是执行微任务（microtask）。这种原子化意味着完成一项任务所需的劳

动时间，甚至工资，都被分解成更小的单位并分配给许多人。

在此过程中，平台劳动者以碎片化、间歇性的方式参与生产过程，增加收入活动中对平台的

依赖性，并承担安全事故和各种费用（如计算机或车辆购置费、燃料费、保险费、修理费等）的

a  参见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SAGE, 1992; Zygmunt Bauman, Liquid Modernity, Polity, 
2000.

b ■■■ , “■■■ ■■■ ■■■ ■■■■ ,” ■■■■■■■■ , 2019.
c  ■■■ , “■■■■■ , ■■■ ■■■■■ ■■■ ■■ ,” ■■■■ , 2017, 92; ■■■ , ■■■■ ■■■■ ■

■■■■ ■■■ ■■■■ , ■■■■■ , 2019.
d ■■■ , “■■■■■■■■ ■■ ■■■■ 4.0, ” ■■■■■■■■■■ ■ 14 ■ ■■■■■ ■■■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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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a 这就是平台劳动者对平台的经济依赖会加强的原因。b 缺乏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协商能力

还源于平台企业垄断信息、使用者在中介平台的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权力不对称。c 通过平台进行商

品和服务交易的用户（客户和平台劳动者）获取的信息有限，但平台企业却掌握着双方的信息，

并影响着双方的互动。这种信息失衡导致了权力失衡，并使平台劳动过程受到控制。d 此外，去空

间化和原子化的微任务表现使得平台劳动者难以参与集体行动，平台劳动者难以拥有协商的能力

来应对平台企业施加的劳动控制。因此，液化劳动的去劳动化导致劳动者被排斥在现有劳动法和

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劳动过程中的原子化、去空间化和数字分工正在作为一种机制发挥作用，造

成平台劳动者劳动排斥、收入无保障和协商能力低下的恶性循环。

非标准的雇佣关系主要利用两种方式来进行。第一，将劳动时间限制为固定期限聘用制、

短期劳动、临时劳动等有期限的合同形式；第二，在雇佣关系中“伪装”成没有从属性的变相

雇佣关系方式。液化劳动使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变得非可视化，围绕劳动的许多现有经济形式似

乎正在隐约瓦解。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了非正式职业、特殊形态劳动从业者、平台劳动者、虚

假自雇、零散个体户等非标准形态工作（non-standard forms of work）各自的特性、不确定性，

其对策也主要关注了非正规职的正规职化、虚假自雇等劳动者属性的辨析及其社会保护方案。

但是，相比制定个性化的方案来说，更有必要从资本主义和企业组织的宏观变化这一脉络来看

非标准形态工作的扩大现象。对这一现象的代表性政治经济学解释是裂缝工作场所论 e 和平台

资本主义论。f 虽然存在内部劳动市场论、双重 / 分节劳动市场论等理论，但这些理论主要用

于解释 20 世纪 60-70 年代内部劳动市场扩张期出现的劳动市场分节，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对劳动市场的分裂和非标准形态工作的扩大提供解释的理论是裂缝工作场所论。g 而且，平台

资本主义论最能解释近期向平台经济转变以及平台劳动者激增的政治和经济脉络。

（一）裂缝工作场所论

现有的研究一直将非标准形态工作的扩散解释为全球化导致的竞争加剧、工会组织率减弱、

产业结构向服务经济的转变、政府限制的不完善。不同的是，裂缝工作场所论认为，非标准形

态工作的扩散是大企业组织结构变化推动整体雇佣结构变化的结果。h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投资者和金融机关要求企业管理层关注于核心竞争力，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企业管理层面对

这些要求，减少了核心竞争力以外领域的雇佣，扩大了劳动的裂缝。i

a  ■■■ , “■■■ ■■■■■ ■■■■ ■■ ■■■ ■■ ■■ ,” ■■■■ , 2018, 28(3); ■■■ , “■■■■■
■■■ ■■ ■■■■ 4.0, ” ■■■■■■■■■■ ■ 14 ■ ■■■■■ ■■■ , 2019.

b  ■■■ , “■■■■■■■■ ■■ ■■■■ 4.0, ” ■■■■■■■■■■ ■ 14 ■ ■■■■■ ■■■ , 2019; 
■■■ , ■■■ , ■■■ , " ■■ ■■■■■■■■ ■■■■■ ■■■■■■ ■■■ ,” ■■■■■■ , 2020,  
26(2).

c  Schmidt Florian, Digital Labour Markets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Mapping the Political Challenges of Crowd Work 
and Gig Work, Friedrich-Ebert-Stiftung, 2017.

d  ■■■ , “■■■■■■■■ ■■ ■■■■ 4.0, ” ■■■■■■■■■■ ■ 14 ■ ■■■■■ ■■■ , 2019; 
■■■ , ■■■ , ■■■ , " ■■ ■■■■■■■■ ■■■■■ ■■■■■■ ■■■ ,” ■■■■■■ , 2020, 
26(2).

e 参见 Weil David, ■■■■ : ■■■■ ■■ ■■■ ■■ , ■■■■ , 2015.
f 参见 Nick Srnicek, Platform Capitalism, Polity, 2017.
g ■■■ , “■■ ■■■■■ ■■■ ■■ ,” ■■■■■■■■■ ■■■■■ , 2019, 105.
h 参见 Weil David, ■■■■ : ■■■■ ■■ ■■■ ■■ , ■■■■ , 2015.
i 参见 Weil David, ■■■■ : ■■■■ ■■ ■■■ ■■ , ■■■■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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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依认为特许经营、第三方经营、供应链系统是裂缝工作场所的典型组织形式。a 首先，

特许经营是一种独特的机制，可以为其他公司提供可复制的商业模式，同时保留总公司的控制

权，并将非核心竞争力的业务推给外部企业。第三方经营委托是允许企业专注于核心竞争力，

而将其他业务外包给第三方，以提高效率的一种组织形式。最后，供应链系统是企业实施“裂缝”

模式的另一种组织形式，扩大供应链范围可以提高效率，降低库存风险和需求波动风险。在供

应链中，企业必须详细规定供应基地应遵守的技术、装载、配送和产品标准。

工作场所的这种裂缝使得企业可以通过特许经营合同、第三方经营、外包、转包和劳务等

方式，将雇佣义务转移到下级组织。这些措施包括降低人工成本、社会保险费、劳动力管理成

本和企业福利成本；规避一贯性的人力资源政策的义务；规避劳动标准和劳动环境义务等。与

此同时，企业通过创新供应链系统，使技术进步成为可能，从而实现对子企业管控和质量控制

的高效化。b 因此，工作场所的裂缝进一步模糊了雇佣责任的范围和界限。这种裂缝工作场所

论有助于解释在临时职业、兼职和派遣 / 劳务等多方雇佣关系中非标准形态工作的扩散。

因工作场所的裂缝而扩大的非标准形态工作的政策对策是雇佣形态的标准化，主要体现为“非

正式职工的正式职工化”。c 这是一项将非标准雇佣形态重新标准化的战略，将非标准形态工作

纳入旨在保护标准雇佣的社会保护系统中。由于这些解决方法将非标准形态工作定义为标准雇佣

关系的一种脱离，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归结为非正式职工的正式职工化的倾向。在这一时期，

从属性个体经营和小型个体经营之所以没有受到太多关注，是因为他们没有标准的雇佣关系。

然而，自 21 世纪 00 年代中期以来，关于非正式职工的正式职工化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平台工作这一新的工作形式大量涌现，进一步脱离了标准雇佣关系和工资劳动合同关系。平台

劳工并不是脱离标准雇佣关系的形态，而是一种模糊的雇佣关系，它既不是标准雇佣关系，也

不是非标准雇佣关系，将不稳定劳动视为标准雇佣关系的丧失是有局限性的。d 因此，在平台

劳动中，不是非正式职工的正式职工化，而是对于劳动者身份的认可与否成为核心焦点。

（二）平台资本主义论和液化劳动

平台资本主义论是解释平台劳动扩大现象的代表性讨论。平台资本主义主张，20 世纪 90

年代金融投资推动网络产业泡沫，技术革命在 21 世纪 00 年代兴起，资本主义在经历了长期停

滞之后，开始依赖数据来维持经济增长和活力。而且随着平台技术能够提取和控制海量数据，

出现了向平台资本主义的转变，大数据而非劳动力成为盈利的关键。e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

商业模式已经从利用劳动力的传统产业社会模式转变为构建大数据的平台商业模式。

平台公司并不仅限于谷歌和脸书等为代表的广告平台。在服务业领域，新的商业模式不断

发展，包括租赁软件、硬件提取数据、创收的云平台、租赁企业以其拥有的资产创收的商品平台，

以及通过中介服务创收的中介平台，如优步（Uber）和爱彼迎（Airbnb）。在制造业领域，工

业平台正在成为主流商业模式，西门子等企业将传统制造业与平台相结合，从生产、物流和流

a 参见 Weil David, ■■■■ : ■■■■ ■■ ■■■ ■■ , ■■■■ , 2015.
b 参见 Weil David, ■■■■ : ■■■■ ■■ ■■■ ■■ , ■■■■ , 2015.
c  ILO, Part-Time Work Convention, No. 175, 1994; ILO, Convention Concerning Private Employment Agencies, No. 181, 1997.
d 参见 Arne Kalleberg, Precarious Lives: Job Insecurity and Well-Being in Rich Democracies, Polity Press, 2018.
e 参见 Nick Srnicek, Platform Capitalism, Polit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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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程中提取数据，以控制生产流程并降低成本。a

在韩国，中介平台的发展尤为迅速。■■■ ■■（外卖的民族）等外卖应用平台和代驾

平台，是韩国出现的典型中介平台。b 近年来，提供家政服务的平台激增。这些数字平台有可

能通过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密集自动化推动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提高，c 但平台所有者倾向于

独占区域或获得更多区域。d 另外，数字平台还能使企业规避现行法律下的各种限制。这可能

导致劳动力不稳定性加剧和经济利益分配不对称的问题。e

这些技术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直接影响。技术的发展导致技术工种

减少，网络平台的使用正在创造不同于传统雇佣关系的新雇佣形式。现有研究还利用零工经济

（gig economy）概念，强调非典型劳动安排、使用短期独立合同劳动者等平台资本主义的消极

方面。f 在以数字为基础的零工经济中，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是以数字平台为媒介的按需（on 

demand）形式或多人同时进行工作的众包（crowdsourcing）形式形成的。众包与传统的外包类似，

有利于使用低工资劳动力和不稳定的短期劳动合同，但其积极的一面是使以前难以参与劳动力

市场的残疾人和年轻人能够有机会参与，可以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并使参与者能够赚取额外收

入。虽然众包给企业带来了好处，如降低劳动力成本和规避限制等，但目前缺乏对众包劳动者

提供社会保护的法律机制，导致了不稳定劳动者的产生。g

上述裂缝工作场所论解释了非标准形态工作的扩散是企业组织变革的结果，企业被要求把

重点放在核心竞争力上。但裂缝工作场所论在说明从属雇佣关系特别是平台劳动的扩大方面存

在局限性。相比之下，关于数字经济崛起的平台资本主义理论很有用，因为它可以通过平台企

业的发展来解释平台劳动等从属个体经营的激增。自 21 世纪 0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平台商务

的迅速发展，平台劳动作为新形态的非标准形态工作备受瞩目。h

以前的非标准雇佣以不稳定但明确的工资劳动合同关系为特征，而平台劳动与之前的标准

雇佣关系或被称为非正式职工的非标准雇佣关系完全不同。i 雇佣关系的模糊性被最大限度地

放大，通过多重评级和算法将对劳动力的无形控制变得更加复杂。休息和工作的界限已经消失，

a 参见 Nick Srnicek, Platform capitalism, Polity, 2017.
b 参见■■■ , ■■■■ ■■■ ■■■■ ■■■■ ■■ , ■■■■■■■ , 2016.
c Martin Kenny, John Zysman, "The Rise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 32(3).
d 参见 Nick Srnicek, Platform Capitalism, Polity, 2017.
e  参见 Trebor Scholz, Platform Cooperativism: Challenging the Corporate Sharing Economy, Rosa Luxemburg Stiftung, 2016.
f  参见 Ursula Huws, et al., Crowd Work in Europe: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a Survey in the UK, Sweden, Germany, Aus-

tria and the Netherlands, FEPS, 2016.
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h  ■■■ , ■■■ , ■■■ , " ■■ ■■■■■■■■ ■■■■■ ■■■■■■ ■■■ ,” ■■■■■■ , 2020, 

26(2); 参见■■■ , ■■■ , ■■■ , ■■■ , ■■■ ■■■■■■ ■■■ ■■■ , ■■■■■ ■■■■■■
■ , 2020.

i  参见■■■ , ■■■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 ■■■■■ ■■■■■ (FES), 2018; James Manyika, et al., Digital Globalization: The New Era 
of Global Flows,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6; ILO, 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and the Future of Work: Towards De-
cent Work in the Online World,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8; OECD,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19: The 
Future of Work, OECD Publishing, 2019.



·67·

社 会 保 障 评 论第 7 卷第 6 期 Vol. 7, No. 6

生产时间和非生产时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而且工作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限也完全模糊了。a

所谓的虚假自雇关系是平台劳动的典型特征。大部分研究指出平台劳动的从业地位错误分类问

题的原因就在于此。b

随着平台劳动越来越受到关注，主要讨论的对象都集中在了这种新的工作形式上。然而，

非正式职工、特殊形态劳动从业人员等所面临的长期存在的不稳定问题与平台劳动和自营业者

所面临的不稳定问题并无不同。因此，这种劳动力多样化便可以用液化劳动来解释。这与资本

主义的宏观变化有关，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标准雇佣关系因工作场所和劳动力分裂而开始解

体，到现在一直将非标准雇佣排除在社会保护之外，其特点是劳动力的不断液化。c 因此，我

将非标准形态工作定义为标准雇佣关系之外的所有非标准形式的工作，并将其概念化为劳动力

的液化。这是因为非正式职工、平台劳动、虚假自雇等非标准形态工作的增加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劳动力市场变化过程中，资本 - 劳动关系变得非可视化，d 坚固的劳动者性质融化并

液化的过程中出现的。通过这样综合定义非标准形态工作，可以看到它们所面临的相互关联的

不稳定性，并在独立解决每种工作形式的问题之外，确立社会保障改革的基本原则。

三、理论框架

社会保障制度和法律制度是福利国家的核心，旨在确保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的个人及

作为人的基本尊严得到保障，并使人人都能享受这种基本生活。其主要功能是降低贫困率，保

障个人和家庭的收入水平。然而，至关重要的目的不仅是追求、创造和发展劳动力的去商品化，

而且也追求、创造和发展围绕人类生活的许多事物的去商品化。即抵制资本积累，将劳动者的

协商能力与确保劳工主权的制度保护结合起来。

本研究旨在具体解释劳动力不稳定是如何在液化劳动与制度保护不匹配的空间出现的。本文

提出，去商品化制度的组合与液化劳动不匹配，导致液化劳动时代下不稳定劳动者规模的扩大。

韩国劳动力市场目前正经历着这些新的不断扩大的工作形式与长期存在的问题（如非正式职工等）

之间的重叠。也就是说，这不仅仅是脱离了标准的“雇用关系”，而且工作的运作方式和形式也

在发生改变。这些工作形式所存在的问题与之前已讨论过的非正式职工问题一脉相承。因此，有

必要从全面综合的角度来看待长期存在的非正式职工问题以及新工作形式带来的挑战。e

从标准雇佣关系到分裂劳动和液化劳动，劳动形式之间的固有区别正在消失和转变，但对

a  ■■■ , “■■■■■■■■ ■■ ■■■■ 4.0, ” ■■■■■■■■■■ ■ 14 ■ ■■■■■ ■■■ , 2019; 
■■■ , ■■■ , ■■■ , " ■■ ■■■■■■■■ ■■■■■ ■■■■■■ ■■■ ,” ■■■■■■ , 2020, 
26(2). 

b  ■■■ , “■■■ ■■ ■■ ■■ ■■■ ■■■ ■■■ ■■■■ ■■ ,” ■■■■■ , 2018, 45(0); ■■■ , “■■ 
■■■■ ■■■ ■■■ ■■■■ ■■■■ ■■ - 2018 ■ ■■■■■ ■■■ Dynamex ■■■ ■■■■ ,” ■
■■■ , 2019, 72; ■■■ , “■■■ ■■■■ ■■■ ■■■■■■ ■■■■ ,” ■■■■ , 2020, 74(0); ■■■ , “■
■■ ■■■■ ■■■■ ,” ■■■■■ , 2021, 32.

c 参见■■■ , ■■■ , ■■■ , ■■■ , ■■■ ■■■■■■ ■■■ ■■■ , ■■■■■ ■■■■■■■ , 2020.
d ■■■ , “■■■ ■■■■ ■■■ ■■■■ ,” IDI ■■■■ , 2020, 18.
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Social Protection of Workers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European Parliament's Committee on 

Employment and Social Aff airs, 2017; ILO, OECD, Promoting Adequate Social Protec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Coverage 
for All Workers, Including Those in Non-standard Forms of Employ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st Meeting of the G20 
Employment Working Group,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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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去商品化的制度保护仍集中在标准雇佣关系上。如今的资本主义正经历从工业资本主义向

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资本主义，再向被称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型资本主义演变，劳动力的形态也

在发生变化，但“不变”的是，对劳动力的制度保护组合是否实现了去商品化。劳动法、社会

保障法、工作环境的保护、工会法、最低工资和劳动时间规定以及教育和技能制度等都是这些

制度保护的组成部分。技术创新可以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但液化的工作形式也可能导

致与基于标准雇佣关系设计的现有制度不相容。本研究具体分析了现有制度保护水平与劳动液

化程度的交叉点，并揭示了劳动的不稳定性。

表 1 液化劳动与制度性保护的交叉的理论化框架

液化劳动程度低 液化劳动程度高

制度保护
水平低

I 被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法等法律制度和工会
排斥在外的雇佣劳动者：韩国劳动力市场外部
人员、非正式劳动者和外包（工薪）劳动者

III 以液化劳动形式工作，但被排除在社会保
障制度和劳动法等法律制度之外的劳动者，
具有较弱的个人抵抗力和协商能力：平台劳
动者、自由职业者、特别雇佣者

制度保护
水平高

II 受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法等法律制度保护、
被工会包括在内的雇佣劳动者：韩国劳动力
市场的内部人员以及大企业的正式职工

IV 以液化劳动形式工作，但被排除在社会保
障制度和劳动法等法律制度之外的劳动者，
具有较强的个人抵抗力和协商能力：数字高
技能劳动者、利用技术以液化形式工作的高
收入劳动者

表 1 来自本人所著的同名书籍。该书的第 2 章通过实证数据的国际比较，研究了韩国的情况，

韩国迅速建立了福利制度，随后进入数字资本主义。第 3 章以双龙汽车行业为例，具体分析了

制造业正式员工得不到制度保护的案例，并从上述单元格 II 转移到单元格 I。第 4 章以造船业

外包劳动者为案例，分析韩国外包劳动者与制度保护的不匹配，揭示了劳动的不稳定性（单元

格 I）。第 5 章重点探讨了服务经济中外包如何导致不良工作岗位的扩散，并结合不稳定性与

制度保护，研究了年长和年轻女性劳动的不稳定性，尤其是呼叫中心和清洁服务的女性外包劳

动（单元格 I 和 III）。接下来，第 6 章和第 7 章对韩国年轻自由职业者及平台劳动者进行案例

研究，分别分析了以高度液化劳动形式工作的劳动力的现状以及低水平的制度保护（单元格

III）。最后，在结论章节中，用制度主义的政策漂移（policy drift）解释了不稳定劳动的扩大，

因为面对不断变化的工作形式和劳动力市场结构，政策不会改变。

四、液化劳动和政策漂移

本文采用了根据制度保护水平和不稳定劳动程度对不稳定劳动群体进行分类的理论框架，

全面分析了韩国制度保护与不稳定劳动之间的交叉关系。同名书籍中介绍的具体案例研究分析

了韩国不稳定劳动的经历，包括正式职工变为不稳定劳动的过程、分包劳动市场与社会安全网

之间的差距、不稳定工作集中在女性劳动者身上以及自由职业者和平台劳动者面临的挑战。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韩国福利国家的压缩性制度发展不能充分保护不稳定劳动

者？现在，我将利用制度主义理论中的政策漂移概念 a 来解释福利与液化劳动之间的不匹配是

如何产生的。

a  Jacob Stewart Hacker, "Privatizing Risk without Privatizing the Welfare State: The Hidden Politics of Social Policy Re-
trench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4,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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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植根于 20 世纪 60 年代引入的社会保障法。1960 年制定的公务员养老

金法、1964 年实施的产业灾害补偿保险法和 1977 年的医疗保险法等法律最初只适用于正规雇

佣关系的劳动者。同样，1973 年颁布的国家养老金法于 1988 年首次适用于正式员工。雇佣保

险法于 1995 年实施，最初适用于大企业的劳动者，但后来有所扩大，目前也适用于小规模企

业的劳动者。尽管福利国家在制度上发展迅速，但正式员工、非正式职工和自营业者之间的社

会保险覆盖率仍有很大差距。这表明，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劳动者的社会保护

制度和其他法律保障措施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即使在液化劳动时期，政策制定者也未能使现有体制适应新的劳动力市场条件，结果出现

了一种政策漂移。政策漂移可以帮助解释政策或制度没有进行改革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从而削弱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其目标的能力的过程。韩国的福利国家是在保护标准雇佣关系中的

劳动者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但劳动力的变化和制度水平的不统一造成了盲点。换句话说，工

业化时代设计的制度性调配和发达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模式仍然主导着 21 世纪的数

字经济，但其对现实中雇佣关系不稳定的劳动者的保护却很有限。

韩国福利国家的政策漂移造成了胜利者和失败者（见表 2）。第一类失败者群体是现有社

会保障制度的支持者，他们因现有社会保障制度不再发挥作用而处于不利地位。他们是“旧”

失败者，即以传统工会为代表的传统标准雇佣关系中的劳动者。工会代表着标准形式的劳动者，

如果他们不能有效抵制制度错配，这个“旧”失败者群体也将面临着消失的风险。另一类失败

者群体包括经历了劳动力液化和制度错配的劳动者。由于缺乏制度保护、政治代表和权力，这

个“新”失败者群体也面临风险。这一群体中的劳动者包括非正式职工和分包劳动者。最后，“逐

渐显露的失败者”是指那些表现出高度液化劳动和低水平制度调整的人，包括自由职业者、平

台劳动者和其他非典型工作形式。

政策漂移也可以通过调整现有群体和创造新的失败者群体来应对新的社会问题和不稳定因

素，从而产生促进制度变革的积极效果。换句话说，政策漂移所创造的失败者群体可以结成联盟，

创造新的政治。

表 2 制度改革可能的联盟

低水平的液化劳动力 高水平的液化劳动力

低水平的制度一致性 新失败者群体 逐渐显露的失败者群体

高水平的制度一致性 旧失败者群体 胜利者群体

胜利者是拥有 ICT 和知识技能的专业人士和企业家，他们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能够将自己

的技能转化为资产和力量。而另一类胜利者是平台企业，这些企业无需缴纳社会保险或投资于

职业培训，因为它们将劳动者视为客户而非雇员。这是一个新的胜利者群体，他们并不主动寻

求成为赢家，而是从制度错配中获益。

随着液化劳动从工业时代扩展到服务经济再到数字经济，福利制度仍然表现出僵硬化，其

主要目的是应对福特主义工业时代标准雇佣关系下劳动者的社会风险。随着工作形式的变化，

有必要重新评估和改革现有的政策和制度，以确保所有劳动者都能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充分保

护。虽然很难准确预测制度改革之窗何时打开，但未来的方向却是明确的。必须从制度上保障

从事各种形式工作的“所有劳动者”免受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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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eties of Precarity: Melting Labou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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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spite recent achievements in the South Korean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within welfare 

institutions, new forms of precarious work continue to prevail. This study conceptualizes and introduces 

"melting labour" as a phenomenon in which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raditional labour forms and 

workplaces are blurred and standard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are dismantled. It presen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explains how various precarious labour groups emerg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melting labour 

and institutional protections for workers. The main argument is that the welfare system has failed to adapt to 

the changed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 and melting labour, and has become rigid in its traditional form 

and is gradually becoming obsolete. This paper utilizes a newly develop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analyze 

how and why the legal system, which is supposed to protect workers, has proven inadequate. Based on in-

depth interviews with over 80 precarious workers in South Korea, spanning subcontracted manufacturing 

workers to platform workers, this study describes the process by which workers lose control over their lives 

and experience precarity in the labour market. As melting labour expands, the welfare system "drifts" and 

fails to protect workers, and various precarious labour groups are identifi ed. Finally, this study categorizes 

precarious labour into "old losers," "new losers," and "slowly revealing losers," and suggests solidarity and 

alliance strategies for welfare system reform and new class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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